
对《白脸红脸谁来唱？——正负反馈及来源对员工反馈采纳的

影响机制》的修改说明 

 

感谢编辑部同意延长本次返修的提交期限，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对本文各部分进行全

面的修改。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审稿专家与编辑老师对本文的肯定与帮助，我们心存感激！

上一轮修改我们共收到两位审稿专家 17 条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们根据老师们的意见

对拙作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现结合老师们的各条具体意见逐一汇报如下： 

 

编辑意见： 

研究基于面子理论，采用情景模拟的方法探究了反馈类型及来源对员工反馈采纳的影

响机制，尤其纳入了 AI 操纵的实验条件，研究选题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主编

寻找了在本领域中的三位专家审稿，有两位审稿人反馈了审稿意见，但是审稿人反馈的意

见并不一致。主编在独立阅读文章之后，考虑到文章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特色，倾向于给文

章高风险修改的机会。 

请作者尤其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 研究模型的潜在理论贡献。对于绩效评估结果的知觉，管理心理学领域有比较全

面系统地研究。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如何评价反馈效价(Feedback valence)

对于反馈接受度的影响。建议研究者再仔细阅读现有理论模型回顾基础上，对于

文章的理论贡献有进一步的挖掘。 

2）研究设计的完善。心理科学领域的期刊文章发表强调研究方法过程的严谨性，对

于这个问题，两位审稿人都提出了细致且重要的重复验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实验情景

材料的选取和编写；研究被试的筛选和操纵检验，研究变量使用的有效性等。此外，主编

同意审稿人的反馈意见，请研究者考虑从外部效度出发，选取真实的管理情境对研究结果

开展外部效度验证是值得探索的可能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高风险修改不意味着简单对照

回复修改审稿意见，而是在理论模型选择、假设推导和行文表述上的重要修改以回应主编

和审稿人的关注。此外，高风险修改也不能保证新提交的论文一定会被接受，所以后续轮

次的评审可能会增加新的审稿人，存在拒绝接受的不确定性。请研究者认真对待审稿人的

意见建议。   

Zhou, J. (1998). Feedback valence, feedback style, task autonomy, and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Interactive effects on creativ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2), 

261.  

Lechermeier, J., & Fassnacht, M. (2018). How do performance feedback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recipients’ reactions? A state-of-the-art review on feedback source, timing, and 

valence effects.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 68(2), 145-193. 

【回复】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在本轮修改中认真阅读了您提供的参考文献，并在此基

础上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弥补了本研究在理论贡献和研究设计方面的不足。具体内容简述

如下： 

1）研究模型的潜在理论贡献。 

反馈效价（feedback valence）是指个人表现与情境标准之间的积极或消极比较结果

（Zhou, 1998），本研究中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是反馈效价的两个分类。以往同时探究正面

反馈和负面反馈的研究中，往往将两种反馈视为反馈效价这一连续体的两端（刘淑伟 , 肖

余春 , 2023）。然而，在现实组织中，假定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处于同一连续体上则并不合



理。Kim 和 Kim（2020）指出在实际场景中，组织中的一项工作由许多不同的任务组成，

反馈发送者可能会同时向反馈接收者提供对某些任务的负面反馈和对其他任务的正面反馈。

即使在同一个任务中，也可能会出现部分行为得到积极的反馈，另一些行为饱受批评的现

象。因此在实际情境中，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可能同高或同低。这也说明了将正面反馈和

负面反馈视为单一连续体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因此本研究参考了 Kim 和 Kim（2020）的做

法，单独测量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的概念。 

以往对绩效评估结果的知觉的研究表明，正面反馈往往更容易被接受，能够帮助员工

展现更高的创造力（Hoever et al., 2018），呈现更高的知识分享意愿等（Li et al., 2014）。相

反，负面反馈则通常伴随员工的回避行为，员工会抵触反馈以避免潜在的损失。为此，以

往研究针对如何降低员工对负面反馈的排斥开展了大量研究。学者们建议从语言表达，反

馈顺序等角度考虑，降低负面反馈的负面感（Choi et al., 2018; 蔡曙光等 , 2016; 邢强 , 孙海

龙 , 2015）。而在这些研究中，领导往往是唯一的反馈源。而本研究引入了人机交互配合的

新视角，探究领导通过与 AI 的配合，这弥补了以往研究对促进员工反馈采纳视角的不足。

这点也是本研究做出的第一个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第二点理论贡献在与结合面子理论，探究了如何通过划定两个反馈来源提供

的反馈，最大化正面反馈带来的面子获得感，最小化负面反馈带来的面子损失感，最终增

加员工对反馈的采纳意愿。面子理论指出个体具备获得认可、保全面子的需求，在反馈采

纳上表现为愿意接受肯定自己、让自己觉得面上有光的正面反馈，也表现为不愿意接受指

出自己不足、让自己面子有损的负面反馈（魏新东等 , 2023）。从面子理论的视角看，以往

研究中对促进个体采纳负面反馈的一系列操作正是在削弱负面反馈对面子损失感的影响，

进而促进员工的反馈采纳。而本研究则发现，真人领导和 AI 系统提供的相同的反馈带来的

面子获得感和面子损失感不同。这是因为真人领导作为社会存在，与员工存在社会联系，

其反馈的效果会随之放大。这点也呼应了面子在人际关系中较高的嵌入程度。而 AI 系作为

一种工具存在，其反馈内容引起的面子感知往往较弱。具体表现为员工更不容易认为 AI 给

出的负面反馈时恶意的（Malik et al., 2023）。因此，可以由能带来更高面子获得感的真人

领导提供正面反馈，由能带来更低面子损失感的 AI 系统提供负面反馈，进而最大程度的满

足个体对面子的需求，最终最大程度的提高员工对反馈的采纳意愿。 

2）研究设计的完善。 

本次提交的修改稿中包含三个子研究，研究 1 和研究 2 为情境实验，研究 3 为补充调

查。我们对研究设计的完善具体如下： 

第一从外部效度出发，本研究补充了一项新的调查研究，详见返修稿的研究 3。研究 3

选取全职外卖员作为调查对象开展了两期追踪调查。两期结束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307 份。

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相关假设。 

第二关于实验情景材料的选取和编写：研究 1 和研究 2 为情境实验，对应情境的参考

主要借鉴了 Kim 和 Kim（2020）对意见采纳以及 Belschak 和 Den Hartog（2009）的研究。

我们根据 Kim 和 Kim （2020）研究中领导-员工反馈路径下对反馈的操纵的思路，将反馈

情境主体选为绩效评定。同时由于 Kim 和 Kim (2020)两位学者的研究侧重负面反馈，我们

还额外参考了 Belschak 和 Den Hartog（2009）的研究对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的材料进一步

细化。最终我们提炼出总体评价、表现位次两个材料编写的核心点。同时考虑到在实际的

工作情境中，提供反馈时往往是为了促进员工绩效目标的达成，督促员工及时调整，我们

还加入了对未来的展望部分。最终我们在实验情境中围绕总体评价、表现位次和展望三点

撰写了情境材料。为了加强被试的代入感，我们拟定了情境材料中被试的职业。研究 1 情

境中被试需要代入的身份为销售人员，研究 2 为软件开发人员。被试需要代入相关身份，

阅读相关反馈材料并填写相关量表。 



第三关于研究被试的筛选和操纵检验：在被试的筛选方面，我们对研究 1 和研究 2 的

被试群体职业进行了控制。研究 3 被试为全职外卖员。全职外卖员接受反馈的主要途径为

线上，因此选择全职外卖员作为调查对象可以很好地控制反馈场合这一外生变量。同时全

职外卖员既会收到来自 AI 系统的反馈（派单系统的周期总结等）以及来自真人的反馈（来

自美团站长或官方人员的反馈等），因此可以通过对外卖员的调查进一步探究正负反馈和来

源对员工反馈采纳的影响。各个子研究的被试均不存在交叉。在操纵检验方面，我们借鉴

Lee 等（2019）的做法，通过一个单独的预实验作为操纵检验的依据。最终共收回有效问

卷 100 份。t 检验结果显示，正面反馈情境下，被试的正面反馈感知（M=6.21, SD=.52）显

著高于负面反馈情境（M=1.55, SD=.52, t(98)=50.46, p<.001）；负面反馈情境下，被试的负

面反馈感知(M=5.97, SD=.44)显著高于正面反馈情境（M=1.48, SD=.43, t(98)=52.00, p<.001）。

因此，本研究的情境材料编写符合正式试验的要求，实验操纵有效。 

第四关于研究变量使用的有效性：本研究使用的全部量表均改编自权威期刊的核心量

表，在翻译英文量表时我们邀请了一位英语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同学采用翻译——回译法翻

译了各个量表的初始题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个量表信度检验结果良好。我们在修改

稿中进一步完善了对量表来源依据的描述，相关内容已经做标红处理（详见各个子研究的

“实验测量”部分）。 

 

审稿人 1： 

这是一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作者同时探索了极具中国文化特征的中介机

制和变量：面子。然而，实验设计上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并未见作者在“局限性与未

来展望”进行思考）。因此，需要作者进一步完善。   

整体意见：  

【意见 1】本研究只是探索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两种类型，没有纳入中性反馈这一

重要的控制变量。因此，反馈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二分变量，如若不是正面反馈则是负面反

馈。而真实情景汇总，真人可能会采用的是混合反馈类型，包含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针对没有纳入中性反馈这一控制变量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是本研究想要探究的核心目的是真人与 AI 如何实现相互配合，分别负责特定种

类的反馈，因此将反馈分为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两类可以很好地验证该观点。 

第二点是如果设立中性反馈，那么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即员工对不同反馈来源提供的

中性反馈的采纳意愿不会存在显著差距。针对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额外的补充实验。

实验为 2（AI 系统/真人领导）*1（中性反馈）组间设计，目的是验证 AI 系统和真人领导

给出的中性反馈对员工的面子获得感和面子损失感没有显著差异。设定检验力 1-β=.80，双

侧检验 α=.05，效应量 f=.80，计算出 t 检验需要的最低被试量为 42 人。我们增大了样本的

投放量，以应对样本的流失问题。因此，预实验共邀请 70 位被试参加，每组 35 人。最终

共收回有效问卷 69 份。被试中有 19 位男性，50 位女性。4 位被试具备高中学历，9 位最高

学历为专科，50 位最高学历为本科，6 位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被试中有 20 位任职于国

有企业，2 位任职于事业单位，39 位任职于民营企业，8 位任职于外资企业。t 检验结果显

示，AI 给出的中性反馈对应的面子获得得分（M=5.07, SD=1.15, n=35）与真人领导给出的

（M=5, SD=1.24, n=34）不存在显著差异，t（68）=.36, p>.05；AI 给出的中性反馈对应的

面子损失损失（M=2.23, SD=.75, n=35）与真人领导给出的（M=2.48, SD=.83, n=34）不存在

显著差异，t（68）=.71, p>.05。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来自 AI 系统或真人领导的中性反馈

对员工的面子获得感和面子损失感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中性反馈只能起到

信息传递的作用，不会引起个体情感和认知的变化。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没有纳入中性反馈作为控制变量，而是选择直接探究正面反馈和

负面反馈应该分别由 AI 还是真人领导负责提供。 

（2）针对在初稿中反馈在数据处理方面变成二分变量的问题 

本研究在初稿中的两个研究均为情境实验，情境实验中可以通过情境材料的编写明确

划分出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因此在后续的数据测量过程中，我们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

作为反馈效价的两类进行处理。但实际上较低的正面反馈不等于较高的负面反馈，并不能

简单地将其视为二分，针对这一不足我们在返修稿中补充了新的调查，在调查研究中被试

需要填写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的 7 点李克特量表。我们在数据分析时也采用了 Mplus 软件

构建了对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测算。在数据分析阶段反馈效价不再是简单的分类变量，

而是当做连续变量处理。数据分析结果详见返修稿中的研究 3。 

（3）针对混合反馈的问题 

首先，领导反馈有可能会同时存在正面与负面属性，但是反馈内容整体的基调是比较

鲜明的。例如当员工表现较好时，尽管领导可能会出现鞭策的话语，但是领导反馈整体内

容的正面属性较强；而当员工表现较差时，尽管领导会有安慰的可能，但是依旧难以掩盖

领导反馈的负面属性。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反馈的正负属性作为一个整体基调是比

较鲜明的，这也是本研究主要探究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其次，恰如审稿专家指出的领导出现正负反馈杂糅的方式，这本质上是过去单一反馈

来源的情况领导采取的策略。如有文献表明，辱虐型领导往往会采取美好的组织愿景掩盖

自己的负面内容（Fiset et al., 2019）；再如，领导在给出负面反馈时，往往会考虑场合、表

达方式等因素（蔡曙光等 , 2016; 邢强 , 孙海龙 , 2015）。这些研究本质上对应了在实践中领

导作为单一反馈源，为了促进员工接受自己以及保全员工的面子，对反馈特别是负面反馈

做出的修饰。 

最后，在本研究设想的理想情境下，未来正负反馈可以在 AI 与领导之间分工配合。也

就是说，引入 AI 这一新的反馈源后，可以根据员工对不同反馈源的接受程度，由真人领导

和 AI 分别负责单一的正面反馈或负面反馈。而不是由领导这一单一的反馈源对反馈进行处

理。具体来说，本研究发现，由真人领导负责提供正面反馈，由 AI 提供负面反馈最能提高

员工对反馈的接纳度。 

基于以上理由，本研究并未探究真人采用混合反馈的情况，而是重点探究了真人领导

和 AI 系统如何配合提供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提高员工对反馈的采纳意愿。 

 

【意见 2】作者指出内容的编写主要参考 Kim & Kim(2020)的研究。但是，Kim & 

Kim 似乎只是关注了负面反馈对创造力的影响，只不过他们在测量的时候控制了正面反馈

的影响来进一步明确负面反馈对创造力的影响，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因此，作者需要解

释是如何编制正面反馈实验材料的。最为重要的是实验材料的解释不是非常清晰，即使说

是参考 Kim & Kim(2020)的研究，作者的具体实验操纵程序也是需要尽可能详细的介绍的。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受稿件字数要求的限制，本研究简化了对实验操

纵程序的介绍，在新版本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实验操纵程序，相关内容已经被标红。本研究

首先参考了 Kim 和 Kim（2020）两位学者在领导-员工反馈路径下对反馈的操纵。两位学

者在实验操作中向被试提供反馈时，主要强调了员工在部门表现中的位次，即是不是比其

他人更强。同时由于 Kim 和 Kim（2020）两位学者的研究侧重负面反馈，我们还额外参考

了 Belschak 和 Den Hartog（2009）的研究对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的材料进一步细化。

Belschak 和 Den Hartog（2009）的正面反馈材料为“你的顶头上司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

色，你现在属于部门里表现最出色的人。他还告诉你，他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负面反馈

材料为“你的顶头上司告诉你，你最近的工作没有达到标准，你现在是部门里表现最差的人



之一。他还告诉你，他对你的表现感到失望”。该材料更加细节，由整体评价、表现位次等

构成。 

在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在材料编写时同样强调了以下几点：总体评价、表现

位次。其次考虑到在实际的工作情境中，提供反馈时往往是为了促进员工绩效目标的达成，

督促员工及时调整，我们还加入了对未来的展望部分（Lechermeier & Fassnacht, 2018）。同

时本研究根据情境材料中假定的被试身份（销售人员、软件开发人员）对材料进行了细化，

确保被试能够充分带入情境。最后操作性检验的结果（见正文 2.3.1）也支持了我们材料编

写的有效性。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完成了对负面反馈和正面反馈情境材料的编写。以销售

人员的正面反馈为例，反馈材料和编写重点的对应示例为：“总体来说，你这周的表现出色

（对应总体评价）。你展现了绝佳的业务水平，顺利达成了既定的销售指标。综合你过去几

个月的销售数据看，你的成交额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已经连续一个月处于高位水平（对应

表现位次）。希望你够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下周能够再创新高（对应展望）”。 

 

【意见 3】如果阅读 Kim & Kim(2020)的原文发现似乎他们是引用改编版的 George 

and Zhou(2001)反馈效价量表，作者似乎有必要引用最初的量表。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在正文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量表的来源，

相关内容已经被标红。本研究没有引用 George 和 Zhou（2001）的反馈效价量表，而是选

择 Kim 和 Kim（2020）修改后的量表，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是 George 和 Zhou（2001）的反馈效价量表假设负面反馈和正面反馈处于同一连

续统一体中。但这一假设存在一个问题，即无法解释量表的中点。负面反馈和正面反馈处

于同一连续统一体时，量表中点可以同时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情况：（1）反馈源同时提供大

量的正反馈；（2）反馈源只提供极少量的正反馈。Kim 和 Kim（2020）修改后的量表分别

测量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是因为后者可以更好的满足本研究的实验目的。本研究的核心目的是探究加入 AI

这一新的反馈源后，AI 如何与传统反馈源即真人领导相互配合，提高员工的反馈采纳。为

了明确真人领导和 AI 分别应该提供何种反馈，我们需要划分反馈效价的类型。为此本研究

参考 Hoever 等（2018）的研究，将反馈分为两个维度，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同时在测量

上，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也需要单独的量表进行考察。而 George 和 Zhou（2001）的反馈

效价量表包经过 Kim 和 Kim（2020）两位学者改编后根据此量表生成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

馈两个独立的量表，因此能更好的满足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意见 4】研究 1 和 2 似乎没有提供样本量计算的证据来佐证本研究的 power 是足够的。

通常需要在实验之前完成。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受稿件字数要求的限制，本研究没有将样本量计

算的证据列入正文中。事实上，在实验开始之初，本研究已经通过 G*power 计算了各个实

验所需的最低样本量。本次提交的修改稿中已经将这部分内容补充在正文中，相关内容已

经标红。同时考虑到本次提交的修改稿中加入了新的实验，下面我们将按照修改稿中各个

实验的顺序依次汇报各个子研究使用 G*power 3.1 计算最低样本量的情况： 

（1）研究 1 包含一个预实验和一个基于预实验的情境实验。 

预实验设定检验力 1-β=.80，双侧检验 α=.05，效应量 f=.80，计算出 t 检验需要的最低

被试量为 42 人。我们增大了样本的投放量，以应对样本的流失问题。因此，预实验共邀请

100 位被试参加，每组 50 人，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100 份。 

基于预实验的情境实验均设定检验力 1-β=.80，双侧检验 α=.05，效应量 f=.40，组别数

为 4，进行方差分析需要的最低被试量为 52 人。我们增大了样本的投放量，以应对样本的



流失问题。情境实验共邀请 220 位被试参加，每组 55 人，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 208 份。 

（2）研究 2 为情境实验。设定检验力 1-β=.80，双侧检验 α=.05，效应量 f=.40，组别

数为 4，进行方差分析需要的最低被试量为 52 人。我们增大了样本的投放量，以应对样本

的流失问题。情境实验共邀请 300 位被试参加，每组 75 人，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 287 份。 

（3）研究 3 为针对外卖员群体开展的专项调查。设定检验力 1-β=.80，双侧检验 α=.05，

效应量 f=.40，最终计算出所需的最低样本量为 35 人。我们增大了样本的投放量，以应对

样本的流失问题。研究 3 为两期追踪实验第一期通过见数平台向外卖员投放问卷 400 份，

样本与以往研究不存在交叉，第一期共收回有效问卷 384 份（回收率 96%）。间隔一天后被

试在线填写了第二期量表，第二期共收回有效问卷 307 份（回收率 79.95%）。 

 

【意见 5】本文的两个研究都是线上完成的数据收集。生态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反馈类型的局限性，文本反馈。相关的问题是，研究中的被试是否

习惯于文本/邮件反馈。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下面我们将针对您的意见分条做出回应： 

（1）针对研究在线上收集，存在生态局限性的问题 

本研究向专职外卖员群体开展了专项调查作为新的子研究（返修稿研究 3）。外卖员群

体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同时获得真人领导和 AI 系统两方的反馈，因此可以作为本研究的调

研对象。但是考虑到外卖员群参与线下实验对其工作收入的影响等因素，我们参考了同样

选取外卖员为被试群体的毛孟雨等（2023）的做法，在线上继续收集数据。同时已有的两

个子研究作为情境实验，在线上完成数据收集能够招募更多理想被试，并且已有研究已经

证明了线上收集相关数据的合理性（Lanz et al., 2023）。因此我们最终将此点局限性补充在

返修稿“5.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部分，内容已做标红处理。 

（2）针对反馈类型只有文本反馈的局限性 

在补充调查中，被试需要结合自己收到反馈的实际情况填写相关问卷，而外卖员群体

在实际工作中收到的反馈不仅局限于文本反馈这一种，因此补充调查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初稿中两个子研究只有文本反馈的缺陷。 

原有的两个子研究中（对应返修稿研究 1 和 2），为了确保被试能够习惯文本/邮件反馈，

本研究除了认真编写研究情境材料以最大程度的增加被试的代入感，还对被试群体的职业

进行了限制。 

 

【意见 6】预实验有操纵检验。但是两个正式实验中未见操纵检验。更为重要的是未

见作者提供事后解释的部分，询问被试是否猜到实验目的以及对文字阅读的代入感。   

【回复】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1）关于正式实验的操作性检验： 

初稿正文中的预实验为正式实验一的预实验，其目的是检验正式实验一的情境设计和

材料编写是否合理。由于预实验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操纵检验，因此在正式试验中并未再次

开展操纵检验。同时由于两个正式实验中材料的编写依据一致，因此在实验二中并未重新

开展新的预实验作为操纵检验。本研究这种在预实验中开展操纵检验，正式实验不开展操

纵检验的数据处理手法在以往研究中较为常见。以 Lee 等（2019）的研究为例，该文章中

研究 2 中的操作性检验便是由单独的预实验测量后得出的。在本轮修改中，为了使预实验

的目的更为明确，我们同样参考 Lee 等（2019）的做法，调整了预实验的位置，将预实验

放在“操作性检验”这一条目下。相关调整已经在正文中标红。 

（2）关于“事后解释的部分，询问被试是否猜到实验目的以及对文字阅读的代入感” 

首先我们在问卷调查须知里面已经明确告知了实验须知，并且获得了参与者的同意。



其次本研究已经做了操作性检验确保材料的有效性，这和 Lanz 等（2023），Tröster 和 Van 

Quaquebeke（2021），Chen 等（2016）等学者的处理手法一致；基于以上两个理由我们没

有进一步控制参与者对材料的代入程度，考虑到参与者对材料的代入深浅程度应该是随机

分布在各组，因此即使不控制这一变量也不会对实验发现产生结果性的翻转，如果您认为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将在后期补充一个新实验加以说明。 

 

【意见 7】研究一 2.2.1 部分，“……内容编写主要参考(Kim & Kim, 2020)”以及“……

量表同样改编自(Kim & Kim, 2020)”应改为“……Kim & Kim(2020)”。 

【回复】感谢您的指正，相关内容已经被改正并标红，在修改稿提交前我们也仔细检

查了文章整体，保证再次提交的修改稿中不再出现类似错误。 

 

【意见 8】研究一 2.2.1 部分，检验关于反馈类型的情境材料的编写的合理性时，只有

两组间的比较应当使用 t 检验而不是单因素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适合三组或三组以

上的比较。 

【回复】感谢您的指正，相关内容已经被改正并标红。本研究进行 t 检验后获得的结

果显示，正面反馈情境下，被试的正面反馈感知（M=6.21, SD=.52）显著高于负面反馈情

境（M=1.55, SD=.52） , t(98)=50.46, p<.001；负面反馈情境下，被试的负面反馈感知

（M=5.97, SD=.44）显著高于正面反馈情境（M=1.48, SD=.43, t(98)=52.00, p<.001）。因此，

本研究的情境材料编写符合正式试验的要求，实验操纵有效。 

 

【意见 9】研究一 2.2.4 部分，“情境中员工通过接收来自领导的反馈邮件获得反馈信”

应改为“情境中员工通过接收来自领导/AI 的反馈邮件获得反馈信”。  

【回复】感谢您的指正，相关内容已经被改正并标红，在修改稿提交前我们也仔细检

查了文章整体，保证再次提交的修改稿中不再出现类似错误。 

 

【意见 10】研究一 2.3 部分，交互效应显著后应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报告正面/负面反

馈条件下真人领导反馈源组和 AI 反馈源组的被试的反馈意愿的差异的方向以及差异是否

显著（提供 p 值），而不是简单比较两组的反馈意愿的均值看谁高谁低。研究二 3.3.3 部分

同上。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已经补充报告正面/负面反馈条件下真人领

导反馈源组和 AI 反馈源组的被试的反馈意愿的差异的方向以及差异是否显著，相关内容已

经在正文中标红。研究 1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反馈效价对反馈采纳的主效应显著（F(1, 

204)=10.83, p<.01, η2=.05），反馈来源对反馈采纳的主效应不显著（F(1, 204)=.96, p>.05, 

η2=.01），反馈效价与反馈来源的交互效应显著（F(1, 204)=99.95, p<.001, η2=.33）。简单效

应分析表明，相对于 AI 系统而言，真人领导采取正面反馈时，员工的反馈采纳得分更高

（M AI 系统 =5.27, SD AI 系统 =.62, M 真人领导 =6.10, SD 真人领导 =.30，t(104)=8.75，p<.001）；相对于

真人领导而言，AI 系统采取负面反馈时，员工的反馈采纳得分更高（M 真人领导 =5.10, SD 真人

领导 =.73, M AI 系统=5.78, SD AI 系统=.41, t(100) =-5.75, p<.001）。研究 2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反馈

效价对反馈采纳的主效应显著（F(1, 283)=164.42，p<.001, η2=.37），反馈来源对反馈采纳的

主效应显著（F(1, 283)=65.14，p<.001, η2=.19），反馈效价与反馈来源的交互效应显著（F(1, 

283)=357.62, p<.001, η2=.5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相对于 AI 系统而言，真人领导采取正

面反馈时，员工的反馈采纳得分更高（M AI 系统 =5.55, SD AI 系统 =.35, M 真人领导 =6.20, SD 真人领导 

=.31, t(142)=11.63, p<.001）；相对于真人领导而言，AI 系统采取负面反馈时，员工的反馈

采纳得分更高（M AI 系统 =5.92, SD AI 系统 =.46, M 真人领导 =4.30, SD 真人领导 =.78, t(141)=-15.21, 



p<.001）。 

 

【意见 11】图 2、图 3 应当补上误差条 error bar。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在对应图表（返修稿图 2 和图 3）中补

充了 error bar。 

 

【意见 12】表 1 的线性回归结果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列？每列代表什么？（）里的数

字又是什么含义？请具体说明。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发现初稿中表 1 的线性回归表中的内容和调

节效应检验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存在交叉，为了使结果更为明确，我们参考第二位

审稿专家的意见将此表删除。修改后在返修稿研究 2 我们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分别检验了

假设 1 和假设 2，相关数据结果和图表详见返修稿 3.3.2。 

 

审稿人 2： 

 该研究探讨了反馈类型及来源对员工反馈采纳的影响及机制，有一定的观点。但还存

在较大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意见 1】缺乏理论基础。该研究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为何不同反馈类型会影

响员工的反馈采纳。后面虽然基于面子理论提出面子获得与面子损失的中介，但又没有很

好地解释为何真人领导与 AI 的正面或负面反馈如何影响到了员工的面子获得或损失。如

此就会带来另一个致命问题，缺乏理论贡献。仅仅是用了几个变量描述了一种现象而已，

但这是不够的。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已经重新梳理了问题提出和假设、讨

论中的理论贡献对应的理论部分，修改的部分已经做标红处理。下面我们将简要的解释（1）

面子理论的核心观点、（2）正负反馈通过面子这一中介影响员工的反馈采纳的机制以及（3）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 

首先针对面子理论本身。“面子”是中国情境下人际关系中经常被提起的一个构念。文

化心理学研究表明，身处面子文化的个体具有强烈保留面子的愿景, 因为面子一旦丢失, 个

体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困境（陈炳 , 高猛 , 2010）。正是因为个体存在保全和获得面子的意愿，

个体会排斥那些让自己面子有损的反馈，努力获得让自己面上有光的反馈。本研究正是从

这一视角出发，解释正负反馈和来源对反馈采纳的影响机制。 

其次针对面子理论为什么能够解释正负反馈和来源对反馈采纳的影响机制。第一点，

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带来的面子得失感不同，因此带来了不同的反馈采纳意愿。通常来说，

员工更愿意采纳不伤面子的正面反馈，排斥伤面子的负面反馈。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员工

更愿意将正面反馈视为一种肯定和鼓励而愿意采纳，将负面反馈视为一种对其社会地位和

形象的威胁而呈现较低纬度的采纳意愿（Dimotakis et al., 2017）。第二点，针对不同反馈来

源发出的同类反馈，员工的面子获得感和面子损失感程度不同，因此采纳反馈的意愿也不

同。在传统的工作情境下，领导是员工获得反馈的主要来源。在领导与员工的交互关系中，

员工属于低权力个体。研究发现当个体处于低权力情境时，反馈越积极，低权力的个体反

应也越积极；反馈越消极，低权力的个体反应也越消极（邓棉琳等 , 2023）。而与作为工具

存在而非社会存在的 AI 交互时，这种反应程度会相应的降低（Sowa et al., 2021）。这使得

领导提供的正面反馈带来的面子获得感以及提供负面反馈带来的面子损失感都比由 AI 提供

的强。从面子的角度看，想要员工采纳反馈就需要最大化正面反馈对员工面子获得感的影

响，缩小负面反馈对员工面子损失感的影响。因此在 AI 嵌入工作场景作为新的反馈源的背

景下，可以考虑由 AI 提供负面反馈 “扮白脸”，真人领导提供正面反馈“扮红脸”，以最大程



度的提高员工对反馈的采纳意愿。 

最后，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以往研究中领导往往

是唯一的反馈源。为了促进员工对反馈特别是负面反馈的采纳，学者们往往从反馈内容本

身以及提供反馈的场合和方式等角度思考降低负面反馈负面性的方法（Choi et al., 2018; 蔡

曙光等 , 2016; 邢强 , 孙海龙 , 2015）。而本研究中引入了人机协作的新视角，探究在 AI 嵌

入工作场景作为新的反馈源的情况下，如何与领导相互配合，分别负责某种特定反馈（正

面反馈或负面反馈），最大程度的促进员工采纳反馈。第二本研究结合面子理论，探究了正

负反馈和来源对反馈采纳的影响机制。面子理论指出，员工原因采纳能够让自己保全和获

得面子的反馈（魏新东等 , 2023）。由于不同反馈来源和反馈效价（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

带来的面子感知不同，因此员工的反馈采纳意愿也存在差异。想要促进员工对反馈的采纳，

就要最大化正面反馈带来的面子获得感，最小化负面反馈带来的面子损失感。而真人领导

的反馈能比 AI 的反馈带来更高的面子获得感和面子损失感，因此由真人领导负责正面反馈

能够带来更高的面子获得感，AI 提供负面反馈能带来更低的面子损失感，最终获得最高的

反馈采纳。 

 

【意见 2】两个研究都是情境模拟，缺乏效度。特别是这些员工如果自身从来没有经

历过 AI 领导的反馈的话，这些模拟情境带来的影响与现实差距有多远很难确定。而且这

些反馈都很模糊笼统，现实中已经很少此类反馈了。基本上都会很具体。反馈接纳的测量

也有问题。比如“在反馈材料中，AI/领导说我的表现很差（优秀）”，然后“我接受 AI/领

导给出的反馈”，这代表啥？有何意义呢？面子获得或损失的测量也同样具有一定的问题。

员工是否认为缺点被暴露感到面子损失或得到表扬面子获得，可能更多受到场合的影响。

即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批评与表扬给员工带来的面子感受完全不同。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下面我们将分别对您本条意见的疑问进行解答。 

（1）针对情境模拟，缺乏效度的问题 

本研究增加了一项针对专职外卖员群体的调查，以检验本研究的外部效度，调查的具

体内容详见返修稿的研究 3。在调查中我们采取了记忆回溯法，通过引导被试回忆最近一

次收到反馈的情况，解决了模拟情境带来的影响与现实差距的问题。 

（2）关于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全部量表均改编自权威期刊的核心量表，在翻译英文量表时我们邀请了

一位英语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同学采用翻译——回译法翻译了各个量表的初始题项。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各个量表信度检验结果良好。我们在修改稿中进一步完善了对量表来源依据

的描述，相关内容已经做标红处理（详见各个子研究的“实验测量”部分）。下面我们分别回

应将您提出的具体题项的合理性： 

“在反馈材料中，AI/领导说我的表现很差（优秀）”属于本研究对反馈效价（正面反馈

和负面反馈）而非对反馈采纳的考察，该条项主要用于情境实验反馈效价的操纵检验。该

条项所属的量表改编自 Kim 和 Kim（2020）两位学者根据 George 和 Zhou（2001）的反馈

效价量表改编后得到的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量表。根据 Kim 和 Kim（2020）改编后的题项

翻译后，变得到如下题项：“在绩效评价中，**说我没有做好工作（做的不错）”；“在绩效

评价中，**批评（赞扬）了我的工作”；“在绩效评价中，**给了我负面（正面）反馈”；

“在绩效评价中，** 说我的表现（没有）达标”；“在绩效评价中，**说我的表现很差（优

秀）”；“在绩效评价中，**” 表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在绩效评价中，**对我提出了

许多批评（赞美）”。为了更好的结合研究情境，我们将“在绩效评价中”改为“在反馈材料

中”。 

“我接受 AI/领导给出的反馈”的条项属于反馈采纳量表，量表改编自 Burris（2012）以



及 See 等（2011）关于建议采纳的量表题项，包含 5 个题项。“我接受 AI/领导给出的反馈”

源自 See 等（2011）关于建议采纳的考察题项，共包含“愿意根据反馈来源的意见重新考虑

自己的决定 ”和“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反馈来源的意见”两点。我们根据该点将内容改编为：

“我会参考反馈的内容进行调整”；“我接受 AI/领导给出的反馈”使其更加符合本研究的研究

情境。剩余量表条项改编自 Burris（2012）对领导建言采纳（Endorsement）的考察量表。

该量表共包含 5 个题项：“你将此人的意见转达给上级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与上司交谈时，

你将员工意见反馈给上司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认为员工意见应该被落地执行”；“我赞同

员工意见的观点”和“员工的意见很有价值”。我们改编了该量表的后三项，使量表更符合本

研究的实验情境：“我认为我应该践行反馈的内容”；“我赞同 AI/领导给出的反馈”；“AI/领

导给出的反馈很有价值”。 

最后面子获得和面子损失的量表改编自 Zhang 等（2011）对面子获得渴望和面子损失

担忧两项问题的研究，前 6 项为面子获得渴望，后 5 项为面子损失担忧。在相关研究的基

础上，本研究对其进行了改编。具体而言，我们将面子获得渴望量表中“I hope（我希望）”

的表达改编为“我认为”；将面子损失担忧中“if（假如）”类的表述改编为“我认为”。 

（3）关于场合对面子感受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公开场合下提供的反馈比私下提供的更能引起员工的情感反应 

（Belschak & Den Hartog, 2009）。因此学者们建议领导者提供反馈时要注意反馈的场合，

如选择在私下场合提供负面反馈（Westerman & Westerman, 2013）。如果在本研究中考察反

馈场合的影响，那么反馈场合和反馈来源会形成一个双重调节，对本研究的双路径来说，

引入这一这一双重调节过于复杂。从设想的情境来看，反馈情境只会放大或缩小反馈效价

对反馈采纳的影响，不会影响本研究的核心结论。其次为了避免反馈情境这一外生变量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个措施是在情境材料中将场合设定为同一

场合即线上邮件反馈。第二个措施是在选择调查的被试群体时，将被试选定为专职外卖员。

专职外卖员群体和 AI 系统以及真人领导的交互往往是通过线上途径开展的，因此该群体获

得反馈的途径较为一致。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并没有将反馈场合纳入模型中，而是将这

一观点补充在局限和未来展望中，相关内容已经标红处理。 

 

【意见 3】此外，可能需要增加一个实地调查，对那些真的采用 AI 反馈的公司员工进

行调研才能获得更真实的态度与行为。否则，此类情境实验的数据结果可靠性会很容易受

到质疑。这与一般性的社会心理学情境实验还是不大一样，因为此类实验的情境是大部分

都会有同样或类似的经历。而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则不大一样，仅靠想象从无亲身经历过的

情境可能带来的后果与真实情境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意见，我们通过见数平台向专职外卖员

群体发放了专项调查，内容详见研究 3。专职外卖员群体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收到来自

AI 系统（接单平台）和真人领导（平台官方或站长）两个来源的反馈，因此是理想的调研

对象。调查分为两期，第一期中被试需要回忆自己最近收到 AI 系统（接单平台）或真人领

导（平台官方或站长）的反馈是什么时候、是谁提供的反馈等信息，然后根据回忆内容填

写正面反馈、负面反馈、面子损失和面子获得的量表以及人口统计学信息。被试收到第一

期后的 24 小时后填写第二期调查，第二期主要考察被试对相关反馈的采纳情况。调查的详

细步骤和数据分析结果详见返修稿的研究 3。 

 

【意见 4】数据分析也存在问题。比如方差分析应先报告主效应情况，直方图纵坐标

应该从 0 开始且应该提供标准误或标注差等。“3.3.2 回归结果分析”与其他部分内容重复，

没必要。自变量到中介变量的关系没必要单独分析，直接用 PROCESS 即可得到两者的关



系。表 3 结果是否有误？如果无论真人或 AI 的反馈都是正向效应的话，还需进一步分析

两者的效应差值是否显著。但感觉两者的效应应该是正负才对？作者需要进一步核实数据

结果。 

【回复】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我们进一步核查了数据结果，相关修改内容已经在正

文中标红。具体来说，我们做了如下改动： 

（1）我们修改了方差分析的汇报，先报告了主效应情况（对应返修稿 2.3.2 和 3.2.2）。 

（2）我们已经重新绘制了直方图，将直方图的纵坐标改为从 0 开始，并在直方图上绘

制了误差线（error bar）（对应返修稿图 2、3）。 

（3）为了避免汇报内容重复的问题，我们改为使用 2*2 方差分析检验调节效应（涉及

假设 1 和 2），删掉原有的回归分析图。相关内容详见返修稿 3.3.2。 

（4）关于表 3（返修稿中表 2）的结果，我们仔细核查后没有发现错误。两者的效应

差值显著，原本效应值差异处的标题为“有调节的中介”，为了使表格内容更为直观，我们

已经将该部分重新命名为“差异”。具体来说，反馈效价→面子获得→反馈采纳路径下真人

领导（高反馈来源）和 AI 系统（低反馈来源）的差值△β=.09，SE=.07，95%置信区间

[.003, .26]不包含 0，因此两者的效应差值是显著的；反馈效价→面子损失→反馈采纳路径

下真人领导（高反馈来源）和 AI 系统（低反馈来源）差值△β=.23，SE=.12， 95%置信区

间[.06, .51]不包含 0，因此两者的效应差值是显著的。 

关于符号的方向。在路径 1 反馈效价→面子获得→反馈采纳中，高反馈效价对应正面

反馈，正面反馈正向影响面子获得。因此反馈效价维度越高，面子获得感越高，所以反馈

效价→面子获得这一段符号为正。面子获得→反馈采纳路径中，面子获得正面影响反馈采

纳，因此后一段符号也为正。两段符号相同均为正，最终汇报的效应值为正。所以在路径

2 反馈效价→面子损失→反馈采纳中，高反馈效价对应正面反馈，正面反馈负向影响面子

损失。因此反馈效价维度越高，面子损失感越低，所以反馈效价→面子损失这一段符号为

负。面子损失→反馈采纳路径中，面子损失负面影响反馈采纳 ，因此后一段符号也为负。

两段符号相同均为负，因此最终汇报的效应值符号也为正。 

 

【意见 5】还存在许多低级错误。如参考文献前后不对应，参考文献出现李斌等(2023)

正文似乎没有？参考文献的格式也并没有严格按照 APA 的要求。如中文无需&，有些缺失

完整页码等。 

【回复】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我们全面排查和修改了整篇文章，修改的部分已经标

红处理。我们在提交修改稿之前仔细检查了稿件正文和参考文献部分，保证再次提交的修

改稿中不再出现类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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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意见

这一轮的修改，作者有效地回应了上一轮审稿人所提出的问题。但审稿人仍然反馈论

文在理论贡献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这需要作者按照审稿人所提出的问题给出反馈或修改

论文。请研究者认真对待审稿人的意见建议，这可能涉及到理论贡献的阐述，主编会在参

考审稿人意见的基础上，就论文最终是否获得接受进行挑剔性评阅。

【回复】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在上一版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

和研究方法部分，相关内容已经在正文部分标红处理。

针对理论贡献，我们首先从反馈来源和反馈效价对反馈采纳影响的研究出发，从人机协

作的新角度解答了反馈来源研究中 AI作为新反馈源对促进员工积极行为的途径，以及反馈

效价研究中提高负面反馈的采纳率的问题。

反馈来源的相关研究中，单反馈源是最常见的视角。此视角下领导是最常见的反馈源，

反馈无论偏正面还是偏负面，都由领导一人提供。这使得想要促进员工需要反馈，就需要领

导掌握高超的用人手段，能够做到恩威并济，因此这无疑会对领导者的工作带来挑战。特别

是我国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背景下，领导给出反馈的影响会因为领导高的权力地位被放大

（邓棉琳等 , 2023）。这也使得领导者需要特别斟酌提供反馈的途径和方式，以避免员工质

疑自己的动机。而 AI作为新反馈源的引入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AI作为关键反

馈源，能够对员工的工作场所结果产生积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AI反馈在缓解人工压力，

促进教学和知识学习等方面存在积极作用（Gin et al., 2022; Zheng et al., 2023）。这也使得 AI
可以很好地作为新的反馈源辅助真人。同时在反馈的采纳方面，因为 AI和员工之间不存在

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员工更不容易认为 AI的反馈存在恶意，因权力地位带来的反馈放大效

应也不复存在（Lanz et al., 2023）。因此从反馈来源的视角看，AI系统和真人领导的配合可

以很好地缓解单一领导反馈的压力。

反馈效价的研究中，常常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视为反馈效价的两端（Lechermeier &
Fassnacht, 2018）。这部分文献忽视了反馈本身的异质性，即反馈效价存在差异，这是理解

AI与领导相互配合的一个关键切入点。我们在此首先借鉴了 Kim 和 Kim（2020）的观点，

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视为反馈效价的两个重要分类，并在测量上加以区分。而围绕正面反

馈和负面反馈的研究中，负面反馈的采纳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以往研究从反馈对的顺序和反

馈内容的表达方式等角度，广泛探究了如何从美化负面反馈的角度促进反馈采纳（蔡曙光

等 , 2016; 邢强 , 孙海龙 , 2015）。而本研究发现，同样的负面反馈由 AI提供时，更容易

被采纳。也就是说，使用 AI提供负面反馈可以在不美化负面反馈的基础上，促进员工的采

纳。由此，AI的引入为提高负面反馈的采纳提供了新的途径。

基于上述反馈来源和反馈效价相关内容，本研究认为引入 AI这一反馈源后，领导和 AI
之间如何配合，是一个关键性的研究切入点。

与此同时，本研究结合了面子理论揭示了领导和 AI的配合机制，这也拓展了面子理论

的解释范围。具体来说，本研究立足面子理论的动机视角，将面子理论的解读情境拓展到人

机交互。在 AI未进入工作情境前，领导对负面反馈的美化措施可以通过降低员工的面子损

失感，促进员工对反馈的采纳。面子损失感源自两个关于面子的动机，即“想挣面子”和“怕
丢面子”。在中国讲究面子的文化背景下，个体会寻求更多的面子，保护现有的面子（戴万

亮等 , 2022）。如果个体感知到自己的面子有损，那么员工会产生一种防御行为，表现为对

反馈的抵触（李召敏 , 赵曙明 , 2018）。从面子的角度看，能够满足面子需求的反馈最容易

被采纳。具体来说，就要最大化正面反馈的面子获得，以及最小化负面反馈的面子损失。而

AI的加入后，根据员工对 AI系统和真人领导的面子感知差异，可以很好的达成这一条件。

根据员工对领导反馈面子得失感更强的特点，我们发现由 AI负责提供负面反馈，真人领导

提供正面反馈能够更好的避免员工处于面子需求拒绝接受反馈。



研究方法层面，我们首先重新组织了研究 3的实验流程部分，补充了问卷收集过程的细

节。具体来说，研究 3在回忆实验的常规操作下，还额外设置了一些引导题项帮助被试根据

回忆的内容准确填写反馈效价（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面子损失和面子获得的量表。同时

为了使量表可以准确衡量员工实际收到反馈的效价水平，本研究选择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

关于反馈来源等限定范围的词汇去掉。并且本研究参考了 Kim 和 Kim（2020）两位学者的

研究，不再将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视为反馈效价的两端，这也使得本研究的测量可以涵盖员

工实际工作中可能面临的混合反馈等情况。其次我们结合个体作答量表时对高正面反馈和高

负面反馈敏感性更高的情况，回应了研究 3图 6和图 7的问题，并补充了对应的斜率。最后

针对审稿人提出的效应量计算问题，我们发现中等效应值下本研究的样本投放量符合要求。

审稿人 1
整体而言，该版本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了大量修改，整个研究逻辑更清晰了，特别增加

了研究 3，使得研究的结果更可靠。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意见 1】关于理论贡献的阐述还需澄清。目前讲的两点都不够突出，首先，以往关于

AI反馈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如 Tong et al.（2021）、Zheng et al.（2023）等，该

研究在以往基础上有哪些新的贡献？其次，面子理论的研究也不少，比如李斌等（2023）、
段锦云等（2020），该研究比以往研究而言对面子理论有何推进？参考文献：Tong, S., Jia, N.,
Luo, X., & Fang, Z. (2021). The Janus fa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eedback: Deployment
versus disclosure effects on employee performa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42(9),
1600-1631. Zheng, L., Fan, Y., Chen, B., Huang, Z., LeiGao, & Long, M. (2023). An
AI-enabled feedback-feedforward approach to promoting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1-22. 段锦云,徐婷婷, 陈琳.(2020).激将

对建议采纳的影响:面子意识的调节.?应用心理学(04),358-366. 李斌,张凯迪,陈汉聪,李方君,
李爱梅 .(2023).建言类型对领导者建言采纳的影响 :面子与幽默的作用 .?心理科学

(01),145-153.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针对您指出的问题，我们综合回顾了相关文献，并

重新组织了理论贡献部分的语言，相关内容已经标红，下面我们将具体陈述贡献的内容。

（1）关于 AI反馈的研究

首先本研究最核心的贡献就是通过建立 AI和领导合作的反馈分配模型，解决了反馈效

价和反馈来源研究中的问题，主要贡献的结构图见表 1。
关于 AI反馈的研究贡献，本研究立足反馈来源的相关研究，认为 AI引入后作为新的

反馈源，可以和领导相互配合。领导作为最常见的反馈源，其反馈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广

泛探究。同时 AI反馈的研究发现 AI也能够扮演关键的反馈来源角色，对于员工工作场所

结果产生积极影响（Lee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23）。比如 Zheng 等（2023）开发了一项

AI支持的前馈-反馈方法，该方法对参与者的在线写作带来了积极作用。而这些研究往往忽

视了反馈内容本身的差异性，并未深入探究反馈内容偏正面或负面时带来的结果。AI与领

导各自在反馈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亟待明晰。虽然部分研究已经注意到 AI和领导配合的可

行性，但是这些研究缺乏对不同类型反馈的考量，更缺乏具体的分工方案。以 Escalante 等
（2023）的研究为例，虽然该研究发现交互者对 AI和真人的偏爱存在差异，倡导实现分工，

但是并未提出具体的分工方法。而在探究分工研究中，又容易陷入比较 AI和真人的误区。

比如 Tong等（2021）的研究发现 AI的引入提升员工绩效的同时也会产生“披露效应”，即员

工知道反馈由 AI发出时可能会质疑公平性。而本研究则认为不同的反馈源存在客观的优势

和弊端，重要的是要利用各个反馈源的优势，实现合理的分工。而不是由 AI和真人处理同

种任务，比较两者的高低；更不是将 AI 缺点消除，打造完美 AI 取代人类。同时，本研究



也给出了在促进员工采纳反馈方面的具体分工方案，即 AI唱白脸负责提供负面反馈，真人

负责唱红脸负责正面反馈。总之，本研究和以往 AI 反馈的研究相比最大的贡献是结合 AI
和真人的优缺点，探究了 AI和真人的分工合作问题。

表 1 对反馈来源和反馈效价研究的整合

此外，本研究 AI反馈的引入还为反馈效价研究中负面反馈的采纳提供了新思路。反馈

效价层面的研究表明，存在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两种反馈形式，并会对员工的工作场所结果

产生影响（Kim & Kim, 2020）。一般来说，正面反馈很容易被采纳，负面反馈则容易被抵

触（Van Dijk & Kluger, 2011）。而在促进负面反馈的相关研究中，往往围绕反馈内容本身开

展，核心是通过降低负面反馈的负面感知促进采纳（蔡曙光等 , 2016; 邢强 , 孙海龙 , 2015）。
这些研究往往只针对反馈本身谈内容，忽视了反馈源的多样性。而本研究中我们认为可以通

过 AI扮演“红脸”，利用 AI不容易让员工感到被冒犯的特点（Lanz et al., 2023; 许丽颖等 ,
2022），从引入新反馈源的视角促进负面反馈的采纳。

（2）关于面子理论的贡献

本研究将面子理论研究情境从人际活动的场所拓展为人机活动的场所中。

面子理论指出，面子是个体与他人社会互动过程中希望获取的重要资源，个体会通过判

断交互对象的言论或行为是否维护了自己的面子，进而做出相应的回应（陈炳 , 高猛 ,
2010）。面子理论的部分研究关注了不同个体的面子意识差异，认为有些个体会更好面子，

倡导运用影响面子的激励措施，满足其面子需求达成预期效果（段锦云等 , 2020; 吴道友等 ,
2014）。还有研究关注了个体围绕面子的两个动机，即“怕丢面子”和“想挣面子”（Zhang et al.,
2011）。面子动机是本土工作场所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之前文献都希望能够利用面子动

机引导积极工作行为。比如李斌等（2023）的研究就倡导以一种不伤面子的方式促进领导接

受建言。而在童俊等（2017）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中同样强调了徒弟维护师傅的面子对维护二

者良好关系的作用。也有部分研究进一步探究了面子带来的压力，如能力面子压力等（Lim,

关键文献脉络 反馈来源的研究 反馈效价的研究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领导者与 AI均能够扮演关键的反

馈来源角色，对于员工工作场所结果产生积

极影响。

研究发现存在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两种反馈

形式，并会对员工的工作场所结果产生影响。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AI与领导各自在反馈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亟

待明晰。

相较于正面反馈而言，负面反馈往往难以被

员工接受。

已有文献思路与不足

探究了反馈过程中，AI与领导的配合模式。

就来源谈来源，忽视了反馈内容本身的差异

性。

强调领导要以委婉的语调、调换反馈顺序等

形式给员工负面反馈。就内容谈内容，忽视

了反馈源的多样性。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整合性框架：

反馈效价的研究

反馈来源的研究 AI 和领导如何配合？

负面反馈如何被采纳？

AI 和领导配合的反馈

框架



1994; Zhuo & Yuan, 2022）。本研究则继承了动机视角下员工为保全面子、赢得面子会做出努

力的观点（赵金金等 , 2017），认为面子获得能够带来积极的工作行为，即促进反馈的采纳，

面子损失会激活员工的面子保护机制，从而不利于反馈的采纳。

同时不难发现，以往研究的视角更多的聚焦于面子交换、面子压力等人际活动中，忽视

了 AI作为崭新的组织代理，其在组织中的行动对员工面子动机及其后果的影响。本研究则

发现 AI进入工作场景后，员工对于面子的感知不单单来自领导，而且还来自 AI这一新的

组织代理。特别是 AI提供的负面反馈比真人提供的更不容易带来员工的面子损失，进而避

免了员工为保护面子采取的消极行为。因此我们进一步结合面子理论探究了 AI和真人的反

馈分工问题，即通过 AI提供偏负面的反馈更好的保全员工的面子，通过真人提供偏正面的

反馈更好的帮助员工感到获得面子，最终提高反馈采纳。

【意见 2】关于样本量的估计，如果没有以往研究结果作为参考的话，一般预设为中等

效应量 f2=0.25，你们为何设置高效应量 f2=0.40，甚至 f2=0.80？有什么依据吗？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进一步检查了发放的样本数量是

否足够，发现样本量在中等效应量 f2=0.25的情况下符合要求，相关内容在正文中已经标红。

【意见 3】研究 3中如果是自由回忆真人或 AI反馈，那么它们的比例应该是不等的？

具体情况如何？会不会影响后面的结果？另外反馈的内容是什么？是根据反馈的具体内容

对其效价进行编码吗？看描述，貌似是直接填写量表？如果回忆是最近的一次反馈，它可

能是具体的某个方面的反馈，不能涵盖量表所有方面的，也不大可能同时具有积极与消极

效价的，如此一来如何确定其反馈效价的有效性？另外工作建议采纳为何要间隔一天后才

测量？根据是什么？怎么保证被试的建议采纳是对应前一天的反馈的？作者可能需要对研

究 3的数据收集及分析过程再介绍一下。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返修稿中详细论述了研究 3数据收集和分析

的步骤，相关内容已经做标红处理。修改和完善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反馈来源的比例和对后续结果的影响

为了还原在真实工作情景下员工接受 AI和真人反馈的情况，研究 3选择由员工自由回

忆自己收到的反馈情况，因此研究 3中被试回忆 AI反馈和真人反馈的比例是不等的，具体

情况是 AI反馈（101）的数量超过真人反馈（206）。这可能是由样本特征决定的，研究 3
中被试是外卖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 AI（接单系统）的频率会高于接触真人（外卖站站长

等），接受 AI反馈的比例也会更高。

关于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首先从研究结论来看，本研究除了调查外还采取了情境实验等多个方法，多方法的实验

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的被试收到 AI反馈和真人反馈不一致的困境。

其次综合来看，虽然研究三中真人反馈和 AI反馈的比例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符合

研究 3被试的实际情况，因此本研究认为研究 3的数据在外卖员这一被试群体中不会影响数

据分析结果。

最后从未来的研究发展来看，在本研究中，真人领导交互次数相对 AI较少，因此本研

究估计的真人领导反馈对面子获得与面子损失的影响很有可能是一般性员工样本中的下限，

如果真人领导与员工互动更加密切，其带来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均有可能放大。当然未来

还需要结合更多样本，整合元分析等方法得出一个更客观的认识。

（2）关于反馈内容以及反馈内容的有效性

我们在返修稿中重新梳理了被试回顾反馈内容和填写量表的流程并补充了相关细节。具

体而言，首先利用 Credamo 平台的筛选机制，我们设置了一项筛选题项，只有最近一周内



收到过 AI系统（接单平台）或真人领导（外卖点站长或平台官方人员）反馈的专职外卖员

才能作为研究 3的被试。正式进入问卷作答后，被试需要回忆近期在工作情境中收到的最近

一次反馈的情况，回忆过程将持续 60秒。同时为了帮助被试充分根据回忆内容，进而准确

表达自己对反馈效价的感知情况，本研究还额外设计了一些引导题项帮助被试回忆并填写相

关题项。相关题项如“最近一次收到反馈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收到的是谁的反馈”等。完

成回忆后，被试将填写反馈效价、面子损失、面子获得的相关量表。然后为了使量表能够准

确衡量反馈效价，我们在原有量表的基础上去掉了对反馈来源等具体细节的讲述，使得题项

能够更具包容性。比如，“我收到的反馈说我做的不错”。
之所以在测量反馈效价是同时测量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首先是如第一轮专家意见所言，

在真实情境中反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变量，特别是真人可能会采用的是混合反馈类型，

包含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其次我们在反馈效价的测量上参考 Kim 和 Kim（2020）的观点，

将反馈效价（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处理。Kim 和 Kim（2020）认为

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在测量时如果作为反馈效价的两端，那么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无法解释

量表的中点。在此情况下负面反馈和正面反馈处于同一连续统一体时，量表中点可以同时意

味着两种不同的情况：（1）反馈源同时提供大量的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2）反馈源只提

供少量的正面反馈或负面反馈。本研究遵循了这一观点，同时放入了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量

表。

（3）关于第二天填写反馈采纳量表以及反馈采纳的对应问题

研究 3中间隔一天后被试在线填写了第二期量表，内容主要是根据自己近一天中根据反

馈内容进行调整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填写反馈采纳量表。

间隔一天收集反馈采纳的情况首要是因为分两期收集问卷可以很好地解决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同时在两期间隔时间的选择上，本研究认为可以间隔一天较为合理的观察到短期内

被试接受反馈的结果。比如 Selcuk等（2012）在开展初次调查回忆自己的不安经历后，并

未当天继续后续实验，而是在间隔一天继续后续实验。再如 Speer等（2021）为了判定过去

的负面情绪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实验的第二部分完成回忆操作后间隔一天再次回忆。最后

本研究还综合考虑了被试群体本身的特点，因为根据裴嘉良等（2023）的研究，外卖员虽然

意识到自己接受 AI的监管和反馈，但很少主动思考 AI和自己的互动情况。因此本研究设

定第一期和第二期不同期开展实验，帮助被试先关注自己的反馈情况，进而更充分的回答自

己对反馈的采纳情况。

关于反馈采纳的对应问题，本研究在第二期反馈采纳的问卷引导语部分限定了反馈采纳

的作答范围，即“结合您最近收到反馈后对反馈内容的践行情况”。

【意见 4】研究 3对中介变量的交互效应显著，需要进一步交代具体的简单效应是怎样

的。看图 5与图 6 应该是高正面反馈时对面子获得的影响有差异，低的时候没差异？低反

面反馈时对面子损失的影响有差异，高的时候没差异？是不是如此？如是，为何？需要进

一步解释澄清。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以正面反馈的中位数为界限将正面反馈分为

两组，大于等于中位数的值为高正面反馈组，小于中位数的值为低正面反馈组。然后利用

SPSS分别计算高正面反馈和低正面反馈下，AI和真人带来的面子获得感的差异。t检验结

果显示，高正面反馈情境下，真人带来的面子获得感（M=6.12, SD=.63）显著高于 AI（M=5.29,
SD=1.36, t(172)=4.25, p<.001）；低正面反馈情境下，真人（M=4.67, SD=1.24）和 AI（M=4.79,
SD=1.08）带来的面子获得感差异不显著（t(131)=-.59, p>.05）。同理本研究以负面反馈的中

位数为界限将负面反馈分为两组，大于等于中位数的值为高负面反馈组，小于中位数的值为

低负面反馈组。然后利用 SPSS 分别计算高负面反馈和低负面反馈下，AI和真人带来的面子



损失感的差异。t检验结果显示，高负面反馈情境下，真人带来的面子损失感（M=3.72,
SD=1.46）显著高于 AI（M=3.20, SD=1.30, t(162)=2.27, p<.05）；低负面反馈情境下，真人带

来的面子损失感（M=1.99, SD=1.00）显著低于 AI（M=2.53, SD=1.46, t(141)=-2.37, p<.05）。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低正面反馈时真人领导和 AI系统带来的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

为员工对低正面反馈敏感性较低，因此在作答时并未出现显著差异。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

以进一步探究被试对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的敏感性问题，探究低正面反馈或低负面反馈时员

工的感知和认知情况。相关内容已经补充在局限性与未来展望部分，并作标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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